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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基本事实、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分解

林 枫 金 刚*

摘要：廓清中国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有助于准确评估现有应对气候变

化的减排政策并为未来的政策优化提供指引。本文基于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

数，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2008—2016年中国1985个县的二氧化碳边际减

排成本，在此基础上从基本事实、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分解的角度对县域二氧化碳

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样本期间中国县域二氧化碳的边际减

排成本均值为1.66万元/吨。时间维度上，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呈现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截面维度上，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其

次，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不仅取决于碳强度表征的减排规模效应，还与县域的产

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密切相关。最后，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省域之间而非省内县域之间，意味着超越省域范围的全国统一碳市场更加

有助于实现成本有效的碳减排。本文认为，无论是命令控制型碳减排政策还是市

场型碳减排政策，政策设计的关键均在于充分考虑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县域

之间的异质性，充分利用县域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信息，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

减排政策并推动区域间协同化减排。

关键词：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解；减排政策

*林枫，南京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fenglin@smail.nju.edu.cn；金刚（通讯作者），南京大学

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jingang@nju.edu.cn。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理论机理与中国证据”

（010414370114）、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地方性环境治理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政策效应研究：以‘河长制’为

例”（7190308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与推进机制”（19ZDA049）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DOI:10.19511/j.cnki.jee.2023.01.002

29



一、引言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明确

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碳减排目标。虽然碳减排能够在未

来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与之相对应的，人们需要在前期承担减排所付出的代价

（Kahn & Lall，2022）。因此，设计有效的减排政策以降低人们不得不承担的代价成为一个极

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无论是节能降耗这类命令控制型减排政策，还是碳税或碳交易这类市场

型减排政策，政策有效的前提是各减排主体最后一单位减排的边际成本相等（蒋伟杰、张少

华，2018）。这意味着，明晰减排主体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是优化减排政策的关键所在。

现有文献针对中国各个地区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展开了大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均聚焦

于省份层面（刘明磊等，2011；Du et al.，2015a，2015b；陈德湖等，2016；杨子晖等，2019）或城市

层面（魏楚，2014；Wang & Wei，2014；Wang et al.，2017；Wu & Ma，2019；Cheng et al.，2022），还

未有研究分析中国县域层面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体现在

省份和城市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县域之间，尤其在现实中，减排政策的最终执行主体往往是中

国最基层的县域政府。因此，在省份和城市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中国县域层面的碳边际

减排成本①既有助于准确评估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政策，又能够为未来的碳减排政策

优化提供指引。

基于此，本文的首要工作是测算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利用新近获得的县级层面二

氧化碳排放数据（Chen et al.，2020）和能源消费数据（Chen et al.，2022），基于二次型方向性产

出距离函数，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 2008—2016年中国 1985个县的碳边际减排成

本。基于测算结果，本文还进一步从基本事实、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分解三个方面对中国

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县域层面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从更加微观的区域单元呈现了中国

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基本事实，为中国政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因县制宜”优化碳减排政策提供

了依据。不仅如此，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基于生产理论的效率模型测算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

并以此刻画碳边际减排成本（Zhou et al.，2014）。而影子价格是否接近真实的边际减排成本

与样本数据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样本数据越微观，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越接近真实的边际减

排成本（周鹏等，2014）。因此，从区域层面来看，本文将碳边际减排成本的研究对象从省份和

城市进一步细化至县域层面，也可以提高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准确度。

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因素时大多侧重于从减排规模效应的单一

① 在本文中，碳边际减排成本与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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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展开分析。这些研究往往认为碳强度越高，减排越有规模效应，碳边际减排成本也就越

低。除了直接分析碳强度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外，虽然也有不少文献讨论了能源消费结

构、经济发展、环境政策、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魏楚，

2014；Du et al.，2015a；杨子晖等，2019），但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均被认为是通过碳强度的

渠道实现的。例如，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之后会增加碳边际减排成本，原因就是技术

创新提升伴随着碳强度的下降，而碳强度下降会增加碳边际减排成本（杨子晖等，2019）。与

这些文献不同，本文发现重污染行业占比表征的产业结构和专利授权数表征的技术创新会

通过碳强度之外的渠道影响碳边际减排成本，甚至还会改变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

的关系。

最后，本文为建设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潜在价值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碳边际减排

成本在地区间的异质性是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傅京燕、代玉婷，2015），增加交易主体

之间的异质性有助于促进碳交易，增强碳市场的有效性（吴茵茵等，2021）。现有文献大多通

过检验省域间碳边际减排成本是否存在差异来例证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必要性（杨子

晖等，2019）。但是全国碳交易市场是否比地方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应该取决于碳边际减排

成本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为省域间差异还是省内差异，而非省域间差异是否存在。如果碳边

际减排成本的省内差异占主导地位，即使存在省域间差异，链接地方碳交易市场可能也难以

增加减排主体的碳交易规模。本文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区分了碳边际减排成本的

省域间差异和省内县域间差异，既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也厘清了全国

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减排潜力。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及其基本事实；第三节是

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四节是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分解；第

五节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

（一）测算方法

在基于效率模型测算碳边际减排成本时，现有文献选择的距离函数与估计方法大多不

同，导致得到的测算结果也大相径庭（Ma et al.，2019）。从距离函数来看，常用的距离函数包

括谢泼德距离函数和方向性距离函数两种。但由于谢泼德距离函数限定期望产出和非期望

产出同时增加或同时缩减，而方向性距离函数允许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缩减同时出

现，更加符合现实中的生产过程，故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青睐（Färe et al.，2005）。因此本文基

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碳边际减排成本。从估计方法来看，对方向性距离函数的估计可以分

为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两种。非参数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该方法的优点是无需对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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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式进行先验设定，更为灵活，但缺点也比较突出，集中表现在难以保证函数处处可微

（Färe & Grosskopf，1998；Lee et al.，2002）、容易受到离群值影响（Vardanyan & Noh，2006）以及

无法考虑测量误差和随机因素等方面。参数方法主要指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计量

经济学估计方法，随机前沿分析在构建前沿面时允许考虑测量误差和随机因素的影响，也可

以对统计假设进行检验（Kumar & Managi，2009），在大样本下尤其具有优势（Zhang et al.，
2022）。因此，本文在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基础上采用随机前沿分析的参数方法测算县域碳边

际减排成本。以下是测算方法的具体介绍：

1. 生产技术与方向性距离函数

假设投入 xÎRN
+ 被用于生产两类产出：期望产出 yÎRN

+ 和非期望产出 bÎRN
+ ，描述投入

产出关系的生产技术可以被定义为：

P( )x ={ }( )yb : x能够生产( )yb （1）
该生产技术需满足一系列假定（Färe et al.，2005；Färe et al.，2007），包括：①产出集 P(x) 是

紧集，即有限的投入仅能生产有限的产出。②投入和期望产出具有自由处置性（freely dispos⁃
able），即当 x'≥ x 时，P( )x' ÊP(x) ；当 (yb)ÎP(x) 且 y'≤ y 时，( )y'b ÎP(x) 。③产出具有弱

处置性（weakly disposable），即当 (yb)ÎP(x) 且 0≤ θ≤ 1时，(θyθb)ÎP(x) 。④期望产出与

非期望产出之间具有零点关联性（null-jointness），即当 (yb)ÎP(x) 且 b = 0 时，y = 0 。

为了使得上述关于生产技术的假定成立，引入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来刻画生产技术。令

g = (gy-gb) 为方向向量，将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表示为（2）式。该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旨在

给定产出集 P(x) 的条件下，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期望产出并减少非期望产出。

Do

®
( )xyb ; g =max{ }β: ( )y + βgyb - βgb ÎP( )x （2）

（2）式的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满足转换属性，即（3）式。该转换属性表明，当期望产出增加 agy

的同时非期望产出减少 agb ，则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的值减少 a ，即产出集的效率增加 a 。

Do

® ( )xy + agyb - agb ; g = Do

®
( )xyb ; g - a （3）

2. 收益函数与边际减排成本

令 p 和 q 分别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价格，可以将收益函数设定为：

R( )xpq =maxyb  { }py - qb: D


o( )xyb ; g ≥ 0 （4）
收益函数旨在最大化总收益，而总收益等于期望产出带来的正收益和非期望产出带来的

负收益之和。给定方向向量 g = (gy-gb) ，（4）式可以表示为：

R( )xpq =maxyb{ }( )py - qb + ( )p ×D


o( )xyb ; g × gy + q ×D


o( )xyb ; g × gb （5）
（5）式是无约束最大化问题，假设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均可微，可以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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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一阶条件为：

Ñy D


o( )xyb ; g =
-p

p × gy + q × gb

（6）

Ñb D


0( )xyb ; g =
q

p × gy + q × gb

（7）
参考陈诗一（2010）的做法，假设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p 等于其市场价格（即1元），则可

以得到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为：

q = -
æ

è
çç

ö

ø
÷÷

¶D


o(xyb ; g)/¶b

¶D


o(xyb ; g)/¶y
（8）

需要指出的是，在估计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时，为克服求解过程中的收敛问题，参考现有

文献的通行做法（Du et al.，2016），各变量均使用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在计算非期

望产出的边际减排成本时需要在（8）式的基础上乘以期望产出均值与非期望产出均值之比，

以获得非期望产出实际的边际减排成本。根据（8）式可知，非期望产出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

理解为每额外减少一个单位的非期望产出必须相应放弃的期望产出。

3. 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本文选择二次函数①对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进行参数化设定，并将方向向量设为

g = (1-1) 。为了测算碳边际减排成本，本文选择的投入包括劳动（ x1）、资本（ x2）和能源

（ x3）三种，产出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种，其中期望产出是地区生产总值（ y），非期

望产出是二氧化碳排放量（b）。具体的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设定为：

Do

®
( )xyb ; 1-1 = α0 +å

3
n = 1αn xnit + β1 yit + γ1bit +

1
2
å3

n = 1  å
3
n' = 1
α

nn' xnit xn'it
+ 1

2
β2 y2

it +

1
2
γ2b

2
it +å

3
n = 1δn xnit yit +å

3
n = 1ηn xnitbit + μyitbit + λi + τt （9）

在（9）式中，还控制了县固定效应（ λi）和时间固定效应（τt）。本文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

（9）式进行估计，参考Färe等（2005）的做法，将其设定为：

0 =D


0( )xyb ; 1-1 + ε （10）
在（10）式中，ε 是联合扰动项，包括随机扰动项 v 和非效率项 u ，假设 v N( )0σ 2

v ，

u Exp( )σu 。给定方向向量 g = (1-1) ，利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的转换属性可以得到：

Do

®
( )xy + ab - a ; 1-1 = Do

®
( )xyb ; 1-1 - a （11）

结合（10）式和（11）式，可以得到：

-a = Do

®
( )xy + ab - a ; 1-1 + v - u （12）

① 除了二次函数外，还可以采用超越对数函数进行参数化设定。但是超越对数函数难以满足前文生产

技术的转换属性（Ma et al.，2019），因此，这里选择使用二次函数进行参数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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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12）式左侧的变化，令 a = b ，可以得到：

-bit = α0 +å
3
n = 1αn xnit + β1( )yit + bit + 1

2
å3

n = 1  å
3
n' = 1
α

nn' xnit xn'it
+ 1

2
β2( )yit + bit

2
+

å3
n = 1δn xnit(yit + bit)+ λi + τt + vit - uit （13）

本文使用Belotti和 Ilardi（2018）提出的边际极大似然估计法对（13）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

该估计方法可以避免文献中经常使用的真实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存在的附带参数问题

（Greene，2005）。
（二）数据与变量

（1）投入变量：劳动（ x1），采用单位从业人员数表征①。资本（ x2），首先利用县所在省份

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以剔除价格因素，随后采用永续盘存法计

算得到各县的资本存量，其中基期（2008年）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参考张军等（2004）的方法。能

源（ x3），县域层面的能源消费目前并无公开的官方数据可以获取，本文使用的县域层面能源

消费数据来自Chen等（2022），该文基于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数据和NPP/VIIRS数据）使

用粒子群优化-反向传播（PSO-BP）算法估算了中国县域层面的能源消费。

（2）产出变量：地区生产总值（ y），采用县GDP表征，并通过县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

对名义GDP进行平减；二氧化碳排放（b）数据来自Chen等（2020），该数据已经得到相关研究

的广泛应用（吴茵茵等，2021；张卓群等，2022）。
表 1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

2008—2016年中国1991个县作为研究样本。除了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分别来自

Chen等（2020）和Chen等（2022）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单位

劳动/万人

资本/亿元

能源/百万吨标准煤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二氧化碳排放/万吨

观测值

17919
17919
17919
17919
17919

均值

3.59
567.82
136.05
141.84
288.62

标准差

6.45
679.75
135.06
209.89
279.25

最小值

0.11
8.14
0.14
0.79
0.24

中位数

2.13
364.68
96.75
84.07
210.40

最大值

170.05
11635.25
1470.22
4823.43
2649.19

（三）测算结果与基本事实

表2报告了基于（13）式的参数估计结果。将这些参数估计结果与（8）式结合起来可以测

算得到 2008—2016年本文样本中全部县的碳边际减排成本②。测算结果显示，2008—2016
① 缺失值按单位从业人员与户籍人口的一定比例推算得到。

② 最初使用的样本囊括了 1991个县 2008—2016年的数据，但其中有 6个县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存在负

数。参考Färe等（2005）的做法，我们删除了这6个县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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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平均值为1.66万元/吨，即额外降低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需要

付出的经济代价为1.66万元。在现有文献中，由于使用的距离函数、估计方法以及表征非期

望产出的变量存在差异，中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估计值从0.0021万元/吨（Lee & Zhang，2012）
至3.27万元/吨（陈诗一，2010）不等。本文测算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介于这一范围中，表明测算

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表 2 随机前沿估计结果
系数
α1

α2

α3

α11

α12

α13

α22

变量
x1

x2

x3

1
2

x2
1

x1x2

x1x3

1
2

x2
2

估计值-0.0146***
（0.0033）
0.0725***
（0.0059）-0.5104***
（0.0095）
-0.0038***
（0.0004）0.0013*
（0.0008）0.0324***
（0.0012）
-0.0203***
（0.0019）

系数
α23

α33

β1

β2

δ1

δ2

δ3

变量
x2 x3

1
2

x2
3

y + b

1
2

(y + b)2

x1(y + b)

x2(y + b)

x3(y + b)

估计值0.0328***
（0.0018）
0.0632***
（0.0036）-0.2140***
（0.0044）
0.0127***
（0.0008）-0.0007*
（0.0004）0.0136***
（0.0007）
-0.0547***
（0.0017）

注：①模型中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和*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估算值常常被用来与碳交易市场形成的碳价格进行对比，以此

说明碳市场效率的大小。由于中国碳交易市场中的碳价格仅仅在 50元/吨左右波动（Du &
Mao，2015），而多数研究测算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远大于这一数值，因此不少文献以此为据证

实中国碳市场效率低下（He，2015；陈德湖等，2016）。本文认同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仍然处于发

展初期，由于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并未能够完全揭示碳的价值，但也认为将基于方向性

产出距离函数测算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现实中的碳价格进行对比时需要极为谨慎。事实

上，Ma和Hailu（2016）的研究就指出方向性距离函数允许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出现结构性

变化，本质上衡量的是一种长期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短期边际减排成本

属于不同范畴，不能直接进行对比。因此，本文并不关注碳边际减排成本的绝对大小，而是侧

重于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在时间和区域维度的相对大小。

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上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化。图1展示了2008—2016年中国县

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和中位数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与中位数的变

化趋势高度一致。在2008—2011年期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呈现小幅的下降趋势，均值从1.65
万元/吨下降到1.62万元/吨，中位数由1.69万元/吨下降到1.66万元/吨；而在2011—2016年期

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均值从1.62万元/吨上升至1.72万元/吨，中位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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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万元/吨上升至1.75万元/吨。

为什么在2011年之后碳边际减排成本会呈现出迅速的上升趋势？本文认为“十二五”期

间针对碳排放的约束性减排要求是导致这一变化趋势的关键所在。在“十二五”之前，中国污

染减排的工作重心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Chen et al.，2021），这一时期并

未对二氧化碳排放提出明确的限制计划。而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2015年二氧化碳强度比2010年下降17%的

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系列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被陆续推出，如低碳城市试点、碳市

场交易以及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等。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与2011年之前碳强度呈现

缓慢下降的趋势不同，在“十二五”规划开始以后，一系列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使得

碳强度迅速下降。碳强度迅速下降意味着碳减排难以发挥规模效应（魏楚，2014；Du et al.，
2015a），当减排“低悬的果实”被摘取之后，再想获得碳排放的减少自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即

碳边际减排成本不断上升。事实上，不仅碳强度下降会引致其边际减排成本的上升，对于二

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Zhang et al.，2022）。

“十二五”规划首年

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
碳强度均值

碳边际减排成本中位数
碳强度中位数

碳
边
际
减
排
成
本

1.8

1.75

1.7

1.65

1.6

碳
强
度

3.5

3.1

2.7

2.3

1.9

1.5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份

（单位：万元/吨）

图 1 全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化趋势

其次，本文进一步从地区维度对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展开分析。图2比较了东中西部地

区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化趋势和相对大小。从变化趋势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碳边际

减排成本的变动趋势基本与全国趋势一致，经历 2008—2011年的轻微下滑后总体呈现持续

的上升趋势。但是，在2011—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上升幅度总体上小于

中部和东部地区。这可能与不同地区节能降耗的目标设定差异有关：在“十二五”期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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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部和中部地区，针对西部地区的碳减排约束较为宽松，因而西部地区的碳强度下降幅度

较小，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上升自然也就相对缓慢。从相对大小来看，在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碳

边际减排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尽管这一结果与Wu等（2020）测算省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得到

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却与本文的预期不同。如果根据不同地区的碳强度差异来推测碳边际减

排成本的相对大小，考虑到中国东部地区的碳强度平均而言低于中西部地区（傅京燕、代玉

婷，2015），本文预期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应该更高而非更低。由

此可见，图2呈现出的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说明了碳边际减排成本

不仅仅取决于碳强度表征的减排规模效应，还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

（单位：万元/吨）

“十二五”规划首年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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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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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化趋势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的通行做法，将东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细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东北地

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通过比较

不同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结合各个地区的发展特征，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因素

提供更丰富的描述性证据。图3展示了样本期间各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均值。从中可以

看出，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较低，而在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

较高。已有研究表明，沿海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绿色创新效率（杨明海等，

2018；朱瑾等，2022），而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王晶晶等，2021）。同时，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钢铁和有色冶金等产业的集聚地，重化工产业比重较高（吴传清、黄磊，

2017）。西南地区中，重化工业和轻纺工业又分别是重庆和成都的支柱产业之一。由此可见，

碳边际减排成本还可能与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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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比较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县域间差异在各地区内部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参考魏

楚（2014）和许广月（2010）的做法，分别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八大综合经济区的 σ 收敛和 β

收敛特征。其中，σ 收敛以变异系数进行度量。图4和图5分别呈现了各地区内县域碳边际

减排成本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和 β收敛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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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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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八大综合经济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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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八大综合经济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 β收敛系数①②

① 模型中均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到县层面，条件 β 收敛是在绝对 β 收敛的

基础上控制了地区生产总值和碳强度及其二次项。

② 图中系数表示2011—2016年 β收敛系数与2008—2010年 β收敛系数的差异，置信区间根据Bootstrap

标准误计算得到。在这两段时间内，β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

区内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大，而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内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

小。各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异系数总体上均随时间推移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县域碳边际

减排成本在这八个地区均不存在 σ 收敛。此外，八个地区内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 β收敛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也不存在 β收敛。不过，自“十二五”规划开启之后，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

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图6呈现了2011年前后各地区 β收敛系数的差

异，均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本文认为，这一变化可能得益于各地开始启动的地方

碳交易市场对碳边际减排成本区域收敛的作用（Johnstone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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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1年前后八大综合经济区碳边际减排成本 β收敛的系数差异②

39



三、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在时间维度上，前文发现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变化趋势与碳强度密切相关，二者呈现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在地区维度上，碳强度更低的地区其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不一定更高，

并且存在其他因素与碳强度一起共同影响碳边际减排成本。本文认为，除了碳强度表征的减

排规模效应外，县域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也是决定碳边际减排成本的重要因素。为

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 )MACit = β0 + β1co2intit + β2co2int 2
it + β3 pol_ratioit + β4techit + λi + μpt + εit （14）

在（14）式中，i 和 p 分别表示县与省份，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ln( )MACit 为二氧化碳边际

减排成本的对数形式。解释变量包括二氧化碳强度（co2int）、产业结构（ pol_ratio）以及技

术创新水平（tech），分别捕捉减排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其中，二氧化

碳强度（co2int）利用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同时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魏楚，

2014；杨子晖等，2019），在模型中加入二氧化碳强度的二次项（co2int2）以考虑碳强度对碳边

际减排成本的非线性影响。县域层面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没有现成的公开数据来度量，故

根据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加总得到。具体而言，采用重污染行业占比表征县域的产业结构

（ pol_ratio），首先根据《污染源普查重点污染源行业分类》中的重污染行业划分标准将中国

环境统计数据库中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产值加总至县层面，再利用其与县层面全部企业总

产值的比值来衡量重污染行业占比。本文采用专利授权数表征县域的技术创新水平（tech），

首先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获得县域内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专利授权数，再将

其加总至县级层面，对其加1后取对数形式。此外，模型中还纳入了县固定效应（ λi）和省份-
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μpt），εit 为随机扰动项。囿于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的限制，回归分析时

采用的样本区间为2008—2013年。

本文认为，县域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除了会直接影响碳边际减排成本外，还可能会改变

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为了检验县域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是否

成立，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 )MACit = β0 + β1co2intit + β2co2int 2
it + β3 pol_ratioit + β4techit +

β5co2intit × pol_ratioit + β6co2int 2
it × pol_ratioit +

β7co2intit × techit + β8co2int 2
it × techit + λi + μpt + εit

（15）

在（15）式中，加入了产业结构（ pol_ratio）和技术创新（tech）分别与碳强度（co2int）及

其二次项的交叉项，以此来捕捉这两个因素可能对碳强度与碳边际减排成本之间（非线性）关

系的影响。其他变量的定义同（1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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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3报告了基于（14）式和（15）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加入碳强度及其二次项，

第（2）列和第（3）列分别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县重污染行业占比和技术创新水平，第（4）
列同时加入县重污染行业占比和技术创新水平。第（5）列和第（6）列进一步加入了重污染行

业占比和技术创新水平分别与碳强度及其二次项的交叉项。从中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表 3 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因素

co2int

co2int2

pol_ratio

tech

pol_ratio × co2int

pol_ratio × co2int2

tech × co2int

tech × co2int2

常数项

县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数

调整后R2

ln (MAC)

（1）
-0.6303***
（0.0856）
1.0634***
（0.2250）

5.1205***
（0.0023）

控制

控制

17865
0.951

（2）
-0.5534***
（0.0988）
0.7286***
（0.2094）
0.0029**
（0.0012）

5.1039***
（0.0031）

控制

控制

11422
0.973

（3）
-0.7272***
（0.1373）
1.2853***
（0.3712）

-0.0007**
（0.0003）

5.1051***
（0.0038）

控制

控制

10266
0.973

（4）
-0.7311***
（0.1422）
1.4435***
（0.4232）
0.0030**
（0.0014）
-0.0007**
（0.0003）

5.1018***
（0.0041）

控制

控制

10063
0.974

（5）
-1.7039***
（0.1728）
4.9522***
（0.7260）
-0.0268***
（0.0031）
-0.0008**
（0.0003）
1.1314***
（0.1221）
-3.9725***
（0.7144）

5.1266***
（0.0047）

控制

控制

10063
0.974

（6）
-0.6124***
（0.1241）
1.0504***
（0.2916）
0.0024*

（0.0013）
0.0115***
（0.0009）

-0.5076***
（0.0371）
1.9036***
（0.2266）
5.0967***
（0.0036）

控制

控制

10063
0.975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碳强度（co2int）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显著为负，而碳强度二次项（co2int2）的

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呈现U型曲线

关系。以第（4）列报告的估计系数计算U型曲线的拐点，可以得到碳强度的拐点为0.2532百
万吨/亿元。基于此，可以发现在本文样本中，仅有不足 1%的样本位于拐点右侧。这说明对

于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县而言，随着碳强度增加，对应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在不断下降。需要指

出，除了少数文献发现碳强度与碳边际减排成本呈现倒U型曲线外（蒋伟杰、张少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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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研究发现的结果均与本文结果一致，支持碳强度与碳边际减排成本之间的U型关系

（魏楚，2014；杨子晖等，2019）。
第二，在控制碳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第（2）列和第（4）列，产业结构（ pol_ratio）的估

计系数均在5%水平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一个县的经济发展越依赖重污染行业，该县的碳边

际减排成本平均而言就越高。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规制不断加强，有较多

污染企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豆建民、沈艳兵，2014；Wu et al.，2017）。并且，重污

染企业大多也是高能耗企业，偏向于在能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选址。因此总体而言，相比东

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对重污染行业的依赖性更大。由此可见，前文发现的东部地区碳边际减

排成本均值小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是产业结构效应驱动所致。

与本文发现的结果不同，现有研究在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时大多

认为一个地区的重污染行业占比越高，碳边际减排成本越低。其原因是，重污染行业的碳强

度高于非重污染行业，对应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自然低于非重污染行业（陈诗一，2011）。然而

本文认为，区域层面产业结构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并非是行业层面的简单加总。尽管相

比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减排一单位二氧化碳所需的边际减排成本更低，但是在经济发

展更加依赖重污染行业的地区，污染行业之间容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涟漪效应：某

一个重污染行业因减排造成的产出损失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同一个地区其他关联污染行业产

出的下滑。而在经济发展并不依赖重污染行业的地区，尽管减排造成的直接产出损失更大，

但由此产生的间接影响较小，整个地区的经济产出损失相比之下可能反而更小。此外，需要

指出的是，本文是在控制碳强度的前提下估计的产业结构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效应，因

此识别的是产业结构除碳强度渠道外对碳边际减排成本产生的影响，与现有文献基于“产业

结构—碳强度—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解释也并不矛盾。

第三，在控制碳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第（3）列和第（4）列，技术创新水平（tech）的估计

系数至少在5%水平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以专利授权数表征的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碳边

际减排成本就越低。虽然有文献同样发现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碳边际减排成本（Wang et al.，
2009；Zhang et al.，2022），但也有不少文献在考察技术创新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时倾向于

认为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杨子晖等，2019）。持后一种观点的文献认为，当行为主体面临

减排约束时，主要采用减少产出的方式进行减排。技术创新越强，碳强度越低（Greaker &
Popp，2022），减少一单位二氧化碳需要放弃的经济产出就越多，即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然

而，这些文献忽视了除了直接减少产出，对减排行为进行投入也是行为主体面临减排约束时

的可能选择（吴力波等，2014）。本文并不否认技术创新通过影响碳强度对碳边际减排成本形

成的影响，但同时更想强调的是，除了通过改变碳强度影响碳边际减排成本，技术创新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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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排行为影响碳边际减排成本。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在终端

减排所需的额外投资相对越少，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越少，故碳边际减排成本越低。中国东

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技术创新水平与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负向

关系也是引致东部地区实际碳边际减排成本相比中西部地区更低的重要因素。

第四，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还会改变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关系。从

第（5）列中可以看到产业结构与碳强度二次项的交叉项（ pol_ratio × co2int2）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从第（6）列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水平与碳强度二次项的交叉项（tech × co2int2）

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正。根据Haans等（2016）的判断标准，这一结果意味着县域重

污染行业占比越高，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曲线越平缓；县域技术创新水平越

强，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曲线越陡峭。不仅如此，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

间的U型曲线还会因重污染行业占比增加向右移动，因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向左移动。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关系如何受到县域产业结构

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设定两组情景模拟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关系：第1组
情景，设定重污染行业占比表征的产业结构分别等于0.1和0.8；第2组情景，设定专利授权数

表征的技术创新水平分别等于4和8。在这一设定下，分别根据第（5）列和第（6）列的系数估

计结果模拟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曲线。图7和图8分别展示了根据情景1和
情景2模拟的结果。可以发现，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的U型关系随产业结构和技术

创新变化而发生的形状改变和位置移动与前述结论一致。此外，从图7和图8中可以看出，当

碳强度处于拐点左侧时，给定碳强度保持不变，在重污染行业占比较低的地区和技术创新水

平较高的地区，对应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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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情景1：产业结构对U型曲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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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分解

前文发现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县域间不仅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一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不

断加剧。作为成本有效的市场型减排政策，碳市场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地区间边际减排成本存

在差异（Wei et al.，2013；傅京燕、代玉婷，2015；范英，2018）。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正逐渐从

地方性试点向全国统一市场转变。判断这一转变是否能够带来显著的减排潜力，关键在于回

答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能否显著增加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异质性，从而增加碳交易规模并

产生更强的减排效应。由于中国的地方碳交易市场以省域为单位，碳交易限定在省域范围内

（Cui et al.，2021），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额外纳入的是省域之间的碳减排成本差异，因此要回

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区域差异分解，识别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

总体差异主要由省域间差异主导还是由省内差异主导。

近年来，相关文献一般采用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某一个变量的区域

差异进行分解（孙博文、张友国，2022；张卓群等，2022）。相比于传统的分解方法，如泰尔指数

（Theil，1967）等，Dagum基尼系数放松了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并考虑了样本的交叉重叠，得到的

结果更加可信。因此，本文同样采用这一方法对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

（一）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G）定义如下：

G =åk
j = 1  å

k
h = 1  å

nj

i = 1  å
nh

r = 1  
|| yji - yhr

2n2 ẏ
（16）

其中，ẏ 表示全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均值，n 为县域个数，k 为省份个数，yji（ yhr）表示 j

（h）省 i（r）县的碳边际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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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um基尼系数（G）可以被分解为省内县域间差异（Gw）、省域间净差异（Gnb）和省域

间超变密度（Gt）三项，满足 G =Gw +Gnb +Gt 。省域间净差异与省域间超变密度又可以合并

表示为省域间总差异（Ggb）。Dagum基尼系数的各组成部分定义如下：

Gw =å
k
j = 1  Gjj pj sj （17）

Gnb =å
k
j = 2  å

j - 1

h = 1  Gjh( )pj sh + phsj Djh （18）
Gt =å

k
j = 2  å

j - 1

h = 1  Gjh( )pj sh + phsj ( )1 -Djh （19）
其中，pj = nj /n 表示 j 省县域个数占全国县域总数的比重，sj = nj ȳj /nẏ 表示 j 省碳边际减排

成本占全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比重。Gjj 和Gjh 分别表示 j 省的省内县域间基尼系数以及 j 省

与 h 省的省域间基尼系数，Djh 表示 j 省与 h 省之间的相对影响。Gjj 、Gjh 和 Djh 的定义如下：

Gjj =
å
i = 1

nj

 å
r = 1

nh

   || yji - yjr

2ẏjn
2
j

（20）

Gjh =
å

nj

i = 1  å
nh

r = 1   || yji - yhr

njnh( )ẏj + ẏh

（21）

Djh =
djh - pjh

djh + pjh

（22）
其中，djh 和 pjh 的定义为（23）式和（24）式。

djh = ∫
¥
0  dFj(y)∫

y

0  (y - x)dFh(x) （23）
pjh = ∫

¥
0  dFh(y)∫

y

0  (y - x)dFj(x) （24）
在计算 djh 与 pjh 时，需要重新调整省份之间的编号以使得 ȳj≥ ȳh 成立。 Fh(x) 和 Fj(x)

分别表示调整后 h 省和 j 省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概率密度函数。根据（22）式，Djh 的取值范围

为[0,1]。当且仅当 j 省与 h 省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相同时，该变量取0。若各省份碳边际

减排成本的均值完全相同，且等于全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均值，则省域间净差异（Gnb）为

0；当且仅当 j 省与 h 省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概率密度函数不存在重叠时，该变量取1。若各省

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概率密度函数均不存在交叉重叠，则省域间超变密度（Gt）为0。其余情

形下，Djh 的取值范围为（0,1）。
（二）区域差异分解结果

图9绘制了Dagum基尼系数及其各组成部分的贡献率。可以发现，样本期间的Dagum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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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系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结果说明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距正在逐渐扩大，与前

文基于 σ 收敛和 β收敛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进一步地，从Dagum基尼系数各组成部分的贡

献率可以发现，省内县域间的碳边际减排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不足5%。这一结果与目前

中国地方碳交易市场的运行现状相符。由于减排主体的碳边际减排成本缺乏足够的异质性，

各减排主体之间展开碳交易的内生激励不足，导致碳交易的相对规模一直难以实现较大幅度

的增加。

省域间差异由省域间净差异和省域间超变密度组成，在碳市场由地方向全国转变的过程

中，只有前者会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异质性有所贡献。因此，判断全国碳市场是否会带

来减排潜力，关键在于比较省域间净差异与省内县域间差异之间的相对大小。考虑到省域间

净差异大约是省内县域间差异的12至15倍，倘若碳交易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份内部，而是允许

减排主体在省份与省份之间进行交易，即将地方碳交易市场链接形成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

可以预期不同碳排放主体的碳交易积极性将大幅增加，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也会显著增

强。此外，省域间超变密度反映的是各个分样本之间交叉重叠部分对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总

体差异的贡献，这一分项占总体差异的比重较高。这意味着，当全国统一碳市场形成后，同一

碳边际减排成本下将会聚集更多的碳交易主体，这将推动碳市场的交易价格更加趋近于碳减

排的真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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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Dagum基尼系数及其组成部分贡献率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Dagum基尼系数各组成部分的大小及其贡献率的动态变化，图 10
报告了Dagum基尼系数分解项的逐年计算结果。其中，图（a）至图（d）依次为省内县域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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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省域间净差异、省域间超变密度和省域间总差异。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年份省内县域间差

异与省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发生比较明显的波动，在样本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这两个分解项

的贡献均基本保持稳定。这一结果说明过去中国实行的地方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省内县域碳

边际减排成本的收敛作用较为有限，打通各个地方碳市场的交易试点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碳

交易市场势在必行。

省内县域间差异贡献

贡
献
率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75

3.55

3.35

3.15

0.003

0.0026

0.0022

0.0018

省内县域间差异

贡
献
率

省
内
县
域
间
差
异

55

45

35

25

省域间净差异贡献 省域间净差异

省
域
间
净
差
异

0.040

0.035

0.03

0.025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a） （b）

（%） （%）

贡
献
率

58

50

42

34

省域间超变密度贡献 省域间超变密度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c） （d）

0.04

0.035

0.03

0.025

省
域
间
超
变
密
度

96.7

96.4

96.1

95.8

省
域
间
总
差
异

0.077

0.068

0.059

0.05

省域间总差异贡献 省域间总差异

（%）

贡
献
率

（%）

图 10 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及其贡献率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为了弥补有关中国县域层面碳边际减排成本研究的空白，本文通过构建二次型方向性产

出距离函数，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 2008—2016年中国 1985个县的碳边际减排成

本。在此基础上，从基本事实、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分解三个方面对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

成本展开了全面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均值为1.66万元/吨。在时间维度上，县域碳边际减排

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先小幅下降后迅速上升的趋势。在“十二五”规划开始以后，县域碳边

际减排成本的上升伴随着碳强度的不断下降而上升。在地区维度上，东部地区的碳边际减排

成本平均而言低于中西部地区。虽然在全国和八大综合经济区，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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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存在，但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内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相对更大。总体

上，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在地区间的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在“十二五”规划开始后

其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并没有随时间推移显示 σ 收敛或 β收敛的特征。第二，县域碳边

际减排成本与碳强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不过样本中绝大多数县的碳强度均位于拐点左侧。

在这些县，碳边际减排成本随着碳强度的增加而下降。不仅如此，在控制碳强度不变的情况

下，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还与重污染行业占比正相关，同时与技术创新水平负相关。第三，中

国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省域之间，省内县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不足 5%。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省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应以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为依据，科学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减排政策，并推动区域协

同减排。本文研究发现，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存在较大的差异，且东部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

平均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应在区域减排责任划分时适当偏向中西部地区，加大东部地区

的减排责任。如若简单地采用“一刀切”式减排政策，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担更高的减排代价，

不仅会造成减排效率的损失，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此外，碳减排责任

的区域划分不仅需要考虑减排的效率性，还应兼具减排的公平性。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

更快的经济发展历程意味着东部地区累积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因此适当减少中西部地区

的碳减排责任不仅有助于降低总体的碳减排成本，还能保证减排责任划分的区域公平。

第二，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引导污染企业绿色化转型。本文研究发现，碳边际减排成

本不仅取决于碳强度表征的减排规模效应，而且与技术创新水平负相关，与重污染行业占比

正相关。在碳强度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各地区减排压力逐步凸显。为缓解碳边际减排成本不

断上升的趋势，北部和东部等沿海地区应继续立足地区创新禀赋、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持续

发挥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同时，长江中游和西南等中西部地区应加快重污染企业绿色化转

型进程，主动吸引绿色企业向中西部迁移，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实现清洁化。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在减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和完善碳市场制度建设。本文研究

发现，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在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市场激励型减排政策相比命令

控制型减排政策的成本优势更加凸显。高效运行的碳市场能够使交易主体依据自身发展情

况，选择自主减排或购买配额以实现履约，使全社会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既定的减排目标。然

而，中国已经运行的地方碳市场存在配额分配宽松、流动性较弱以及碳价较低等一系列问题，

大大削弱了碳市场的实际效果。因此，规范碳市场交易行为，加快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等旨在

强化市场化减排政策功能的改革迫在眉睫。

第四，厘清试点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的相互关系，探索多行业、多产品、多主体的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本文研究发现，县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主要来自省域间而非省域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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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区域性碳市场，全国性碳市场具有更强的交易激励。当前，中国正处于地方试点碳市

场向全国统一碳市场逐渐转变的阶段，应努力做好两者之间的协调与过渡。一方面，逐步扩

大全国碳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产品与交易主体。另一方面，积极发挥试点碳市场

的先试先行作用，探索碳市场的制度设计，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地方试点经验。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现有的大多数研究类似，本文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考察

局限于经济产出范畴。但现实中，碳减排产生的成本不仅体现为经济产出的下降，还可能包

括其他方面的代价。例如，He和Tanaka（2019）的研究就发现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的节能政

策会导致公众健康的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对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估计并不全面。未来

随着相关数据的日臻完善，通过提高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的准确度，能够为制定应对气候变

化的减排政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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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hina's
Counties: Basic Fac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Lin Feng，Jin Gang
(Nanjing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Abstrac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hina’s counties will help to accu-

rately assess existing policies to reduce emission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future poli-

cy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1985 counti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6 based on a quadratic directional output distance function, using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and on

this basi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oun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sic fac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Firstly,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hina’s counties over the sample period is 1.66 thousand yuan per

ton. In the time dimension,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tends to decrease and then increase. In the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s lower in the East than in the Midwest.

Secondly,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scale effect of abatement represent-

ed by carbon intensity,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l-

ly, the difference in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is mainly between provinces rather than counties within provinces, which

implies that a unified national carbon market that goes beyond provincial boundaries is mo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st effective carbon abate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key to policy design for both command-and-control and

market-based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is to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across counties,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on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ounties to select differential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inter-regional syn-

ergistic emission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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